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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宗燧先生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国内最早从事统计物理和量子场论研究的科

学家之一，第一位在英国剑桥大学开课的中国人。他的人生虽然短暂，却在中国科学发展

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在张宗燧先生不平凡的学术生涯中，数位著名国际科学大师

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文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些鲜为人知的交往，作为对张宗燧先

生百年诞辰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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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统计物理学和量子场论研究

的先驱及开拓者之一的张宗燧先生

100年诞辰。

张宗燧在统计物理学方面，提

出了在有合作现象的系统中求出与

贝特理论相应的系统配分函数中组

态因子的方法，给出了著名的“张

组合公式”，并由此证明了贝特近似

与准化学近似的完全等价。他是研

究次近邻近似的第一人，是最早提

出吸附作用中可能存在超晶格相变

的先驱，是研究成果被写进国际著

名专著和教科书的第一位中国统计

物理学家。在量子场论方面，他在

约束系统正则量子化的研究中，最

早认识到由于经典规范理论中任意

时空函数以及一般系统中不定乘子

出现带来的量子化问题，并提出了

一种初步的解决方法。他发现了存

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约束并分别提出

了对其中一大类模型可以使用的量

子化方法，对于约束系统的正则量

子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张宗燧是高

级微商场论最早的系统研究者之

一，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力。他为

中国理论物理研究队伍的建设作出

了突出贡献[1—3]。张先生先后在重庆

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教授

或研究员，并曾兼任中国科技大学

教授，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

委员(现称院士)。

张宗燧1915年出生于浙江省杭

县(今杭州)的一个仕宦世家，父亲

张东荪是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哲学系的哲学家，曾是中国民主同

盟的领导成员之一，解放初期担任

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于1952年

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批判，最后因

“美国间谍案”被撤销一切职务，开

除出民盟，成为“按人民内部矛盾

处理，保留北京大学教授职务”的

平民。文化大革命中，于1968年被

捕，1973年病逝于监禁中。张东荪

跌宕起伏的一生对张宗燧的人生有

着相当大的影响。

张宗燧自幼聪明，好学上进，

不甘人后，个性要强，独立自信。

家庭为其提供了良好而宽松的教育

环境，最为重要的是，父母放手让

子女自由发展自己的兴趣，选择自

己受教育的道路。这些综合因素造

就了张宗燧：他15岁考入燕京大学

物理系，次年转学清华大学，19岁

获得理学学士学位，21岁远赴英国

剑桥大学读研究生，23岁取得博士

学位，24岁得到中央大学教授的聘

请，25岁正式就任当时最年轻的教

授，研究成果蜚声国际。这是一段

不平凡的人生足迹。张宗燧能够成

为卓有建树的杰出科学家，除了天

资聪颖，勤奋努力之外，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得到了数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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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国际科学大师的指导。张宗燧曾

先后两次出国：1936—1939年，在

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及在丹麦、

瑞 士 、 法 国 科 研 机 构 做 研 究；

1945—1948年，再赴英国剑桥做访

问学者，随后赴美国和丹麦访学。

这期间结识的福勒、尼尔斯·玻尔一

家(包括奥格·玻尔)、狄拉克、李约

瑟等科学巨匠，在不同时期、不同

方面、以不同形式的帮助和支持，

对张宗燧的学术生涯有着重大的影

响。文章中，我们将这些经历比较

详细地记述下来，以表达对先生的

纪念。

1 福勒与张宗燧

1936年张宗燧考取了第四届庚

子赔款数学专业留英生，于同年 9

月进入英国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

(Fitzwilliam House College)，在剑桥

大学数学系师从福勒，学习统计物

理学[4]。

在 20世纪 20—40年代的英国，

拉尔夫·霍华德·福勒(Ralph Howard

Fowler，1889—1944)是推动剑桥数

学物理及量子理论发展的一位非常

重要的人物。他于1914年被选为剑

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一战”期

间，福勒服役于英国皇家海军陆战

队炮兵队。在战争中接触应用数学

的经历，让他对物理问题发生兴

趣。1919年返回剑桥后，与新任卡

文迪什实验室主任的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 1871—1937) 成 为 好

友，并于1921年成为卢瑟福的独生

女婿。1922年，福勒发表了一系列

统计力学的论文，发展了量子系统

中能量分布的计算方法。

福勒创立了英国最早的近代理

论物理学派——福勒学派。由于行

政方面的规定，当时剑桥的理论物

理学家都在数学系，与卡文迪什实

验室不大往来，但因为福勒与卢瑟

福的特殊关系，使其成为剑桥理论

工作者和卡文迪什实验工作者之间

独特而重要的纽带。他既是剑桥理

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联系人，也是

量子理论的积极传播者 [5—9]。 正是

福勒 1923 年介绍学生狄拉克 (Paul

Adrie Maurice Dirac， 1902—1984)

看了德布罗意关于物质波的论文，

鼓励和引导狄拉克走入量子力学领

域，并通过玻尔(Niels Bohr，1885—

1962)使狄拉克与海森堡(W.Heisen-

berg)相识，从而成就了1925年量子

力学的发现。1925年福勒当选为英

国皇家学会会员，次年他率先将费

米和狄拉克创立的新的量子统计应

用于白矮星的研究，因而成为现代

理论天体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其

学生S.钱德拉赛卡(S.Chandrasekhar)

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于 1930

年给出了白矮星的钱德拉赛卡限，

获得了 198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2年，福勒被选为新创建的热力

学物理的普鲁默讲席教授(Plummer

Chair)，1938年接替劳伦斯·布拉格

出任国家物理实验室主任。他于

1929年出版的《统计力学》及1939

年出版的《统计热力学》，长期被统

计物理界作为主要参考书。

福勒是一位杰出并富有成效的

导师。1922 年他成为剑桥新设立的

数学物理博士学位中唯一一位研究

生导师。1922 至 1939 年担任导师

期间，根据注册记录，他共有64名

研究生。其中包括至少15名英国皇家

学会会员和 3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 P.A.M 狄拉克、N.F.莫特(N.F.

Mott)、S.钱德拉赛卡[10]。

张宗燧到达剑桥时，福勒刚从

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回来不久。据文

献[9]描述，福勒门生众多，十分繁

忙，很少有时间具体指导学生，学

生想见到他都很难。但是，从张宗

燧在剑桥所完成的研究论文中可以

清楚地看出，他很适应福勒的指

导，很快就进入了统计物理研究的

最前沿。

20世纪30年代中期，统计物理

学研究重点正处在从理想气体和低

温固体等准自由粒子系统转向有比

较强的相互作用的合作系统，合金

及溶体的合作现象和相变问题成为

研究热点。1935年贝特(H.Bethe)提

出的处理方法是十分重要的进展。

此前，1934年，布拉格(Bragg W.L)

和威廉姆斯(Williams.E.J)作了一个

非常简化的假定，对给定的物理参

数(例如序参数)，将原子在格点上

的能量用所有具备该序不同组态能

量的平均值代替，也就是说，对该

格点的作用能以整个晶体所有原子

在该点的平均场去描述，完全忽略

组态的具体形式不同造成的相互作

用能的变化。贝特则提出，将一个

格点及与其最近邻的格点看成一个

小集体，只考虑最近邻原子对之间

的相互作用，将更远的原子的影

响，以作用于最近邻原子的有效场

代替，同时这个有效场不对此小集

体的中心原子作用，由此成功给出

了超晶格相变的统计理论，计算了

序参数、比热等量。这些研究非常

重要，可以说开创了统计力学研究

的新领域。

从文献中，我们看到，张宗燧

的论文中有两篇是福勒建议研究

的。第一篇是研究由于分子转动带

来固体比热的反常行为。这个问题

福勒在1935年曾研究过。他用的方

法假定了分子在一个有效场作用下

转动，本质上与布拉格和威廉姆斯

近似。张宗燧成功地将处于中心的

分子加上其最近邻的分子看成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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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中的小集体，将外面分子的转

动对小集体的作用，用作用于小集

体中的最近邻分子的有效场去补

偿，出色地完成了计算。结果显示

了临界温度的存在，以及由于转动

自由度在临界点的突然加入造成比

热的不连续性，得到了同行们的重

视。这篇论文写得很快，1936年 6

月就已经投稿。论文末尾，他感谢

了“福勒建议做这个问题以及写论

文时的帮助”。间接说明了张宗燧在

确定题目后，基本是独立完成了具

体的研究工作。另一篇关于双分子

气体吸附于固体的统计理论的论文

也用了这样的致谢语。

思维敏捷是张宗燧的一大特

点。因此，他能做到在应用贝特方

法完成福勒建议的研究的同时，又

发挥自己数学好的特长，进一步发

展贝特方法。

他推广贝特方法到包括次近邻

格点间相互作用的贡献，明显地改

进了合金有序—无序相变的贝特理

论与实验符合的程度，成为成功研

究次近邻近似的第一人。他讨论了

二元合金在所有组分浓度比的情形

下，形成 AB 型合金的超晶格临界

点附近的有序化特性，以及 AB3型

的超晶格存在的可能性。在分析这

些结果时，他敏锐地发现，这些计

算完全可以直接应用于气体在固体

表面上的吸附。张宗燧指出，可以

把被吸附的原子看成二元合作系统

中的一种组分，固体吸附层中规则

地排列着的，可以吸收气体原子的

未被占据的格点，看成另一种组分

原子。于是，此系统统计力学方程

组及计算方法可以套用二元合金的

研究，只是各物理量改为吸附现象

中对应的量。他应用这种方法证明

了，在一定条件下，在吸附层中，

可能形成超晶格，成为提出吸附中

可能形成超晶格理论的第一人。

在统计力学中，研究物理系统

平衡态性质的标准方法是构造系统

的配分函数(或巨配分函数)，然后

从这些函数直接导出平衡态的性

质。因此，给出配分函数具有基本

的重要性。贝特方法没有直接给出

配分函数，而是用一些间接的方法

去计算系统的平衡性质。张宗燧觉

得，既然贝特方法给出了平衡性

质，是不是可以反过来由此导出相

应的配分函数。这里的关键是，要

求出配分函数表达式中的组态数。

他首先以吸附问题为例，将由贝特

方法得到的平衡性质与用巨配分函

数给出的进行比较，导出了相关的

表达式。后来，又考虑多种更复杂

的情形。这些关于组态数的式子被

称为“张组合公式” (Chang’ s

Combinatory Formula)。有了这样得

到的巨配分函数，人们就可以应用

它们去导出系统的各种特性，一个

很重要结果就是，由此证明了贝特

近似与准化学方法完全等价。

张宗燧的这些工作表明了，他

在迅速完成福勒研究建议的同时，

勇于提出新想法，发挥长处，从而

做出了具有特色的重要工作。这几

篇论文的末尾都感谢福勒的“感兴

趣”，这不是客套话。从张宗燧只用

了二年就获得了其他人要三、四年

才能得到的博士学位，可以清楚地

看到福勒对其工作及能力的赞赏。

此外，在随后出版的福勒和盖根海

姆 (A.Guggenheim， 1901—1970) 的

名著《统计热力学》一书中，对张

宗燧的工作有十多次的实质性引

用，而且书中专门有一个章节讲述

“张组合公式”[11]。这也是中国统计

物理学家的成果第一次写入国际著

名的专著和教科书。

1938年 10月 25日 1)，张宗燧获

得博士学位，与比他早一年到剑桥

留学的王竹溪一起，成为中国最早

的统计物理领域的博士。王竹溪

先生是福勒名下，由罗伯茨 (John

Keith Roberts，1897—1944)博士实

际指导的研究生 [12]，也是中国统计

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福勒以其

特有的方式指引了中国统计物理研

究的起步。

庚款留英提供 3 年经费，张宗

燧提前获得博士学位，还剩一年的

费用可用。他想很好地利用这个条

件，在继续研究统计力学的同时，

拓宽到开展量子场论和粒子物理(时

称“基本粒子物理”，分类归属“核

1) 剑桥大学的学生档案一般不允许第三方查阅，笔者 2008年得到剑桥大学高等哲学与神学研究中心主任戴维·汤姆逊教授的帮

助，他查阅后回复：“He (Chang) was obviously successful in gaining his PhD in two years，since he was approved on 25 October 1938”.

由此可知，张宗燧于1938年10月获得博士学位

图2 福勒给玻尔的推荐信(1938年 6

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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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的研究。他的计划得到了福

勒的大力支持，1938 年 6 月 8 日，

福勒写信将他推荐给了尼尔斯·玻尔

(图 2)。信中说：“我想我可以全心

全意把他推荐给您。他在剑桥两年

中，在研究合作现象诸如合金的有

序与无序的贝特方法中，显示了相

当好的首创精神和技能。我想你会

发现他很好相处，非常勤奋并且能

干。对他来说，鼓励他做一点原子

核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个好主意。”[13]

玻尔很快做了答复，表示非常欢迎。

2 尼尔斯·玻尔、穆勒、泡利、

奥格·玻尔等与张宗燧

1938年10月，张宗燧抵达丹麦

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受

到玻尔非常热情的欢迎并请他住在

自己家里。当时与玻尔一起从事基

本粒子理论研究的，有以导出电子

—电子的穆勒散射截面闻名的穆勒

(C.Møller)、对量子电动力学早期研

究有重要贡献，后来又以提出 lep-

ton(轻子)的名字闻名的罗森菲尔德

(L.Rosenfeld)、以量子场论中的维

克定理著称的维克(Wick)等人(图3)。

玻尔安排穆勒指导张宗燧。1939年

2 月玻尔去普林斯顿访问时，又推

荐他到苏黎世理工学院泡利(W.Pau-

li)处工作。在苏黎世，张宗燧还结

识了菲尔茨(M.Fierz，因导出量子

场论中的费尔兹变换而闻名)。他再

次表现出进入新领域的超强能力，

短短 9 个月，他完成了两篇论文，

并很快寄给了玻尔和穆勒[14]。论文研

究的问题围绕的是当时最前沿的热

点汤川粒子。

第一篇论文《包含介子的过程

对于方位角的依赖》，原为研究汤川

粒子与电场的相互作用。由于当时

人们心目中汤川粒子是矢量粒子，

所以这篇文章中的介子是矢量粒

子。有趣的是，当张宗燧到苏黎世

不久，泡利就告诉他注意弹性散射

中自旋与方位角关系，并说容易计

算。张宗燧却不这样想，写信告诉

穆勒说，他“觉得很难，需要真正

的努力一把”。不过实际上，他还是

很快就完成了这项工作 [15]。论文就

任意极化的情形讨论了弹性散射及

辐射量子过程的角分布，由穆勒和

罗森菲尔德帮助修改，并经玻尔同

意，寄至《剑桥哲学学会学报》发

表[16]。

另外一篇论文是《赝标波函数

描写的介子的性质》，内容涵括赝标

介子被静电场的散射、被核子吸收

并辐射出光子、被核子散射及β衰

变寿命的公式。当时还没有任何粒

子被确定为赝标介子，所以这篇文

章实际上是指向发现新粒子的。此

时的张宗燧并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

很有用，由于时局的影响，文章的

发表过程也非常曲折。那时的中

国，日本已于 1938 年 12 月 13 日占

领了南京，张宗燧的父母亲及小妹

所在的北平早已沦陷。张宗燧希望

继续留在哥本哈根工作一段时间，

玻尔很支持他的想法。张宗燧一方

面向国内申请资助，同时依照玻尔

的建议申请洛克菲勒基金 [17]，不过

由于后者支持的是实验工作，所以

他向玻尔表示可能难以中选。到下

半年，他已经知道这二份申请都没

有成功。虽然玻尔曾说及可以帮助

张宗燧申请丹麦的资助，但欧洲的

形势急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正

在逼近。玻尔在给张宗燧的一封信

中写道：“……所有事情在当前紧张

的局势情况下都很困难，任何人都

不确定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也

是我为何迟迟没给你回信的原因，

因为我不知道该给你什么样的建

议，以及在危急情况下我能够给你

提供何种帮助” [18]。此信发出之

前，玻尔曾数度修改，反映出了玻

尔的斟酌与犹豫。事实证明，玻尔

的判断是对的。1939 年 9 月 1 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致使张宗燧

计划回到哥本哈根再工作一段时间

的愿望落空，当时亦已无法从法国

返回丹麦。鉴于他在 1939年 4月就

已经收到了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聘

请他为教授的邀请[19]，10月他便从

图3 1938年 10月玻尔研究所全体成员合影(前排右一为张宗燧，左四为Wick，左

七为N.Bohr，右三为 Mø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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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玻尔为张宗燧写的推荐信

(1939年1月23日)

图4 玻尔写给张宗燧关于《赝标波

函数描写的介子的性质》论文发表事

宜的信件(1941年9月23日)

法国马赛乘船回国，先到上海稍作

停留，然后取道越南，经过昆明，

辗转到达重庆中央大学。不久，丹

麦被法西斯占领，玻尔与他的联系

中断了，这篇论文没能马上发表。

1941 年，玻尔研究所的罗森塔尔

(Rozental)在研究著名的宇宙线中发

现“介子”的问题，之前在此问题

上考虑的都是矢量介子，罗森塔尔

则使用了张宗燧导出的赝标介子寿

命的公式，去讨论它们是不是赝标

介子的可能性。玻尔非常重视张宗

燧的这篇论文，认为应当马上发

表，苦于无法联系到作者，而时间

又已迟了两年，于是玻尔就请穆勒

和罗森塔尔为该文写了新的引言，

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并亲自写了

一段脚注，说明了情况，准备发表

在《丹麦皇家科学院数学—物理》

杂志上。在付印期间，玻尔从菲尔

茨处得知了张宗燧的联系方式，1941

年9月23日他致信张宗燧详细告知了

上述处理过程，并表示会将文章的复

印本寄给所有与丹麦有邮政通信国

家的有关科学家(图 4)[20]。张宗燧的

《赝标波函数描写的介子的性质》一

文，就以这样一种曲折的方式发挥

了作用，玻尔对后学如此深切的关

怀也令人感动。

对于张宗燧的工作，玻尔给予

了高度评价。他在推荐信(图5)中写

道：“通过张博士来哥本哈根以前工

作的剑桥福勒教授的来信，以及他

在这里过去 6个月中与我的合作者

和我本人的个人接触，我非常欣赏

张的科学的以及个人的才能。除在

剑桥福勒先生指导下的统计力学领

域的研究以外，他在哥本哈根，在

穆勒教授指导下，工作于核理论最

近的发展提出的各种问题，尤其

是，有关β射线衰变的现象。在这

个即将完成的工作中，张在精通新

的数学方法又能最透彻地理解其物

理含意方面显现了非凡的能力。事

实上他对理论物理的热情与敏锐的

洞察力允许对他未来的科学活动怀

有巨大的期望。”[21]

张宗燧在丹麦的半年时间里，

由于一直住在玻尔家，与他的家人

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张宗燧与玻

尔的孩子们，包括比他小几岁的奥

格·玻尔 (Aage Bohr，1922—2009，

197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中

国人称“小玻尔”)成为好友。在玻

尔档案馆里看到的19封张宗燧与玻

尔家的通信中，有 5封是张宗燧与

玻 尔 夫 人 玛 格 丽 特 (Margrethe

Nørlund，1890—1984)的通信，其

中 4 封集中在 1939 年的 9—10 月，

乃张宗燧在法国准备回国期间所

写，他留在玻尔家的行李也是玛格

丽特通过船运，邮寄给他当时在上

海的大哥张宗炳的[22]。

1945 年张宗燧第二次出访欧

洲，他到达英国后马上给玻尔写

信，急切地了解玻尔以及穆勒、罗

森菲尔德的研究工作 [23]。玻尔的回

信如亲人一般，对张宗燧“安全地

度过艰难的岁月，现在再次在英国

与狄拉克一起工作”表示“极为高

兴”。并表示他们“马上会有一个有

关原子问题的通常会见许多老朋友

的年会，希望也能有幸见到你。”在

谈到家庭时，玻尔写道:“我们都很

好并为在经过战争后期多年的长期

分离之后再次团聚而高兴。我们所

有人向你致最衷心的问候和最好的

祝愿。”[24]

1958年，在西方与中国的科学

交流完全中断的时代，先是老玻尔

与杨振宁、李政道商议，后由小玻

尔给杨振宁写信，表示希望以邀请

资深物理学家作短期访问和年轻的

科学工作者与他们一起工作一年的

方式，与中国进行科研合作。信中

提到了三位物理学家，特别是张宗

燧：“我们从战争前夕起认识张宗

燧，对于他，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印

象。我想他在美国度过了一些年，

但现在回到了中国。”[25]杨振宁回信

说：“张宗燧、胡宁、彭桓武都是很

好的人选。”信中还提出了黄昆[26]。

不过由于政治形势的复杂性，最终

只有年轻人的访问实现了。

1962年，小玻尔与夫人首次访

华 [27]，指名要见张宗燧，老友重

逢，相谈甚欢。张宗燧本就是一个

书生气十足的人，表里如一，直言

不讳。比如他说：“丹麦人的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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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是高，生活水平高就一切问题都

解决了？” 据说，当时小玻尔夫人

曾问他中国每个人的布票有多少，

他并不知道，就估测了一个足够用

的数字，回家问了爱人后才知数字

差别比较大，认真的他又到旅馆去

纠正，违反了不准私自会见外宾的

外交纪律。这些不合时宜的言行使

他差点不能出席丹麦大使的招待

会。对大使的邀请，曾有批示“需

要斟酌，如张宗燧教授就不再出面

为好” [28]，不过最后还是让他参加

了。有意思的是，小玻尔在讲学中

提了一个核理论的研究题目，中国

科学院原子能所将其交给了张宗燧

的妹妹张宗烨，最后由她完成并发

表在《物理学报》上。

3 狄拉克与张宗燧

抗战期间，在十分困难的条件

下，张宗燧在重庆中央大学坚持了

统计物理和量子场论的研究，完成

了 7篇论文，这都是在十分闭塞的

情形下进行的。他迫切地期望与高

水平的科学家，就他从1944年起便

进行的约束系统量子化方向开展讨

论与交流。这一愿望由中英文化协

会帮助实现了。张宗燧作为该协会

当年资助的 3名教授之一，于 1946

年 1月到 1947年 9月以高级研究员

的身份到剑桥大学访问讲学，邀请

人是狄拉克。他与狄拉克同为福勒

学生，是师兄弟，不过当1936年—

1938年张宗燧在剑桥攻读博士的时

候，狄拉克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教授

了。狄拉克1926年获得剑桥大学博

士学位，因建立狄拉克方程获得

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狄拉克性格温和，沉默寡言，

思想深邃而逻辑清晰简洁，喜欢独

自思考，有些回忆录说他不好接近[29]。

不过，张宗燧与他却合得来。他们

经常在一起吃饭下棋，学术讨论。

1947年狄拉克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

研究所作访问研究，也介绍他同

去，所以，二人还在普林斯顿一起

工作过半年。1946年秋季，狄拉克

邀请张宗燧在剑桥大学讲授《量子

场论》课程 (Quantum Mechanics of

Fields)，张宗燧欣然接受。剑桥大

学 1946—1947年的年报中，清楚记

录着张宗燧上课的课程名称、时

间、教室、教师名字 [30]。这是中国

人第一次在剑桥大学授课。这段时

间是张宗燧学术生涯中又一个重要

的阶段，他在约束系统正则量子化

方向做出了重要成果。

最早人们面对的需要量子化的

约束系统是电磁场，狄拉克、海森

堡、费米和泡利提出了一些方法，

使得电磁场的量子化可以进行，但

都有不满意之处。首先从理论角度

对于更一般的具有多种类型约束的

系统进行研究的是狄拉克。他在

1933年的文章中试图用不定乘子去

写出有约束的系统的哈密顿形式(此

前 1930 年罗森菲尔德(L.Rosenfeld)

在对电磁场量子化时，也用了任意

时空函数乘子，不过张宗燧不知

道)。在文献中，张宗燧第一个指

出，这些乘子的存在给量子化带来

了问题。他发现了存在着不同类型

的约束，需要采取不同的解决方

法。他认为，对于有一类系统，约

束相当于可以通过消去某些正则自

由度去解决。张宗燧证明了在这类

模型中，与约束相乘的函数可能与

动力学变量有关，量子化后会不平

凡。这实际上是狄拉克后来所称的

第二类约束。另一类是经典规范理

论。张宗燧首先提出了这类理论采

用的形式中，如果存在着任意时空

函数，量子化时会有问题，并提出

了初步的解决方案。他发展了对一

类比电磁场情形更广泛的协变规范

模型适用的量子化技巧，并提出了

将规范条件不是作为算符方程，而

是作为加到态上的初始条件的方

案。张宗燧对约束系统的正则量子

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31，32]。此外，他

是对于含有高阶导数量子理论最早

的研究者之一，比较系统地导出了

运动方程的正则形式，建立了流、

能量动量张量、角动量张量以及对

称的能量动量张量的规范不变的表

达式，其中应用了他的约束系统量

子化方法。张宗燧的这些研究成果

都是与狄拉克讨论过，或者由狄拉

克推荐发表的。

张宗燧回国以后，仍然与狄拉

克保持通信。可惜的是，经过这么

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他家

中已经没有任何有关与外国科学家

交往的资料。不过，我们前几年在

剑桥发现了 4封张宗燧写给狄拉克

的信，时间分别是 1949 年 9 月 18

日，1950年 1月 31日，1950年 2月

1日和 1950年 9月 13日。仅从这些

信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相处的特

点：没有客套，直截了当，主要讨

论具体的物理问题。

他在 1949 年 9 月 18 日的信说:

“亲爱的狄拉克教授：或许你会高兴

地听到，在世界的这一部分生活正

在回复正常，并且人们可以坐下来

工作。过去两个月，我写了一篇短

文，发展你的局域化动力学系统的

量子力学理论，并表明它不比魏斯

理论大很多……”接着，他告诉狄

拉克附上了文章的草稿。他还说：

“二月以来，世界的这一部分与其它

地方没有正常的邮政，(从那时起没

有期刊到达我们这里)，从二月以来

我不能知道物理方面发生了什么。

这是最让人不愉快的。我希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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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张宗燧给狄拉克的信

(1950年 1月31日)

不会持续太久”。他请狄拉克“如果

有机会通过英国文化协会寄给我一

些值得读的文章”，最后张宗燧问

道：“你那里条件怎样？现在对什么

感兴趣？对解决量子电动力学的困

难有没有做任何新的探索？”[33]

1950年 1月 30日的信中，完全

是讨论具体的物理问题。张宗燧直

言不讳地说狄拉克寄给他的文章中

的一个公式是错的(图 6)[34]。但是，

第二天，他又致信狄拉克，说自己

错了，他们两人的公式都是对的，

昨天将狄拉克用的符号理解错了。

1950年 9月 12日的信也完全是张宗

燧就新写的一篇文章征求狄拉克的

意见，同时也问是否可以向西方期

刊投稿的问题[35]。

这样的通信很快就完全停止了。

我们知道，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

中，张宗燧受到了批判，其中包括他

解放后还在西方期刊发表文章的事。

4 李约瑟与张宗燧

张宗燧第二次出国到剑桥及美

国，能得到中英文化协会的资助，

得益于一位在中国和英国科学文化

交流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李约

瑟的鼎力相助。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

1995)，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

术院院士(FBA)、剑桥大学李约瑟

研究所名誉所长。1950年亲自发起

并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1965年

任英中了解协会会长。1954年，李

约瑟开始出版巨著《中国科学技术

史》引起轰动，被誉为“20世纪的伟

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1994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

士。1943年至 1946年李约瑟来华，

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

馆。他与文化界、科学界多方人士接

触交往，其中就包括张宗燧的父亲

张东荪、大哥张宗炳及张宗燧[36，37]。

李约瑟有记录人名的习惯，在

记录张宗燧的卡片上写着：张宗燧，

CHANG Tsung-suiMath. physicist，

Chungyang Ta. 2 papers sent for him

to Fowler met @ Ox & Camb. Dinner

(张宗燧，中央大学物理学家。2篇

文章送福勒。在牛津剑桥见过。正

餐）。因为福勒于 1944年去世，可

以猜测，此卡片大约写于 1943—

1944年。 “在牛津剑桥见过”，意

味着他们可能在 1936—1938年期间

就认识了。在他1944年10月25日的

日志里记录着与张宗燧共进午餐[38]。

李约瑟向中英文化协会推荐了 3名

1945—1946年访问英国的教授，其

中一位就是张宗燧。 1945—1947

年，中英文化协会协助送出中国学

者战争期间的 138篇论文到西方国

家期刊发表，物理类有 21篇[39]，其

中张宗燧 6 篇。张宗燧到英国后，

与狄拉克的学术交流非常成功。后

来狄拉克要去普林斯顿，邀张宗燧

一同前往。经狄拉克介绍，美国普

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邀请张宗燧作短

期访问，任研究员。张宗燧向中英

文化协会提出希望能够延长一年[40]，

但对方提出的要求使他觉得为难。

李约瑟知道后马上联系伦敦的英国

文化协会，并建议张宗燧尽快给时

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吴有训发电报，

请他们与英国文化协会沟通 [41]。遵

循李约瑟的建议使得事情得以圆满

解决，张宗燧如期与狄拉克一同前

往美国。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有了发展

原子能的议论。一些科学家们商

量，认为应该把相关的第一流物理

学家集中起来。1947年，胡适写信

给最高层，建议在北京大学设立原

子物理中心。信中列出了 9位海内

外物理学家的名字，张宗燧也在其

中，并注明他在剑桥，已同意到北

大[42]。1947年 9月 24日，在从剑桥

赴美的前一天，张宗燧写信给李约

瑟夫人道别并感谢李约瑟夫妇对他

的关照。信中说：“我现在渴望以某

种不是教书，而是做更多与实际生

活有关的事的方式为祖国服务。但

是说真的，十有八九，我会发现自

己还是在一个大学。尽管无论何

时，时机来临我将一刻也不犹豫地

走出大学，但在此发生以前，我将

留下来教书和做研究。” [43] 我们判

断，张宗燧所说的话即隐指原子物

理中心的事。后来胡适信中提到的

9 位科学家大部分参加了中国的两

弹研究，张宗燧没有。不过，有趣

的是，张宗燧回北大以后的第一个

研究生于敏为中国的氢弹研究作出

了重大贡献。

1950年末以后，张宗燧与西方

科学家朋友的联系就停止了。在这

里，有一件与外国朋友有关的小事

可以一提。1952 年思想改造运动

中，张宗燧在北大受到批判，事后

在院系调整中，从北大调到北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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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对此，他是不高兴的。直到

后来波兰科学院院长、著名的理论

物理学家英费尔德(L. Infeld)到北京

访问，知道张宗很燧调到北师大表

示很奇怪。接待人员如实向上作了

汇报，促成了张宗燧在 1956年7月

工作调动至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5 结束语

在中国建立现代物理研究的起

步阶段，一批投身相关研究的先

驱与国际顶尖科学家学习和交

流，对这门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奠基及推动作用。张宗

燧与国际著名科学大师们的交

往，无论在人数和密切程度上，还

是学术效果上，都是十分突出的，

为物理研究的中外交流史留下了一

段令人难忘的佳话。

“文化大革命”中张宗燧一家遭

遇了极大的不幸。弟弟张宗颎夫妻

二人自杀身亡，父亲病逝于监禁

中。张宗燧先生于1969年6月30日

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年仅 54岁，

令人万分痛惜。“文化大革命”后彻

底平反并举行了追悼会。2005 年，

举行了规模相当大的“张宗燧先生

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大家聚集在

一起，畅谈他的贡献，缅怀他的风

范。2015 年，《现代物理知识》杂

志出版了纪念专刊。在这里，我们

希望通过发表在《物理》杂志上的

这篇文章，再次表达对张宗燧先生

衷心的纪念。

致谢 感谢英国丘吉尔档案

馆、剑桥大学档案馆、东亚图书

馆、丹麦玻尔档案馆、中国外交部

档案馆惠允查阅有关档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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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环状玻色—爱因斯坦
超流体开发高精度旋转敏感器

物理新闻和动态

处于玻色—爱因斯坦(Bose—Einstein)凝聚态(BEC)

的超冷原子云，在物理性质上与超导电子具有许多相

似之处。具体说，在超导系统中，磁场对带电粒子的

影响类似于BEC系统中旋转对中性冷原子的影响。最

近，来自美国马里兰 Gaithersburg 联合量子研究所的

Eckel 等，完成了一项相关研究，并在Nature上撰文报

道：加工成圆环形状的BEC超流体，有可能被发展成

与单结超导量子干涉器件 (SQUID)相类似的原子器

件。单结SQUID(又称为射频SQUID)通常用于对外磁

场进行精密测量，而模拟单结SQUID 的原子器件则有

可能在旋转的精密测量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单结SQUID的基本构成是一个超导环，在环上有

一处被加工处理，形成圆周上唯一的隧道结势垒。超

导库珀(Cooper)对波函数ψ(r)=|ψ(r)|×exp if (r) ， 其中包

含有位相因子f (r)。超流库珀对动量的表达式为m*v=

ħ

Δ

f (r)，其中m*是库珀对的有效质量，ħ是普朗克常数

除以 2π 。显然，超流流速 v正比于位相 f (r)的梯度，

同时流速 v 也决定了在隧道结上的位相差。另一方

面，超导环中位相因子 f (r)的空间分布又与外磁场有

关。于是可以说，位相由超导电子的环行流动和外加

磁场共同决定。然而，波函数的单值性要求环行一周

位相的变化只能是 2π的整数倍。因此，实验者可以通

过观测外磁场移入过程中超导电子环流的跳变次数，

来计数外磁场引入的磁通量子数。跳变是因环行电流

超越隧道结的临界电流而产生的，跳变过程包含有迟

滞现象。

如前所述，BEC原子系统与单结SQUID系统在数

学描述上有相似之处。因此人们期望，在单势垒超冷

原子云的实验中，应该看到环行流动的迟滞现象。在

Eckel 等的实验中，环形的超流原子云开始处于静止状

态，整体具有相同的量子力学位相。尽管使用环中收

缩限制作为搅动桨(速度从0开始)，试图推动原子云绕

中心转动，冷原子因处于超流态将对低速的推动不予

理会，继续保持静止。只有当搅动桨的速度增加，明

显超越临界速度 vc(即 v+
c > vc )时，才会导致量子化的超

流环流(circulation，它等于流速 v沿圆环绕行一周的路

径积分)从 0单位跳变到 1单位；沿圆环绕行一周，位

相从 0连续增至 2π 。之后，当搅动桨的速度减小，回

到 vc以下时，超流环流并不会立即从1单位跳回到0单

位，而是要等到搅动桨的速度明显低于临界速度 vc(即

v-
c < vc )，超流环流才会从 1单位跳回到 0单位。总之，

超流环流在量子化单位之间的跳变具有迟滞属性，对

迟滞予以计数，可以反推出圆环旋转的参数。利用这

一平台研究迟滞的微观起源，还将有助于发展玻色—

爱因斯坦凝聚体中的耗散动力学，例如，作为粒子，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时间反转可逆的，而粒子的集

体行为却不是。

(戴 闻 编译自Nature，2014，506：16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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